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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二程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，他们都非常重视“公”的内涵和价值。程颢在阐释“仁”的过程中

提出了“廓然而大公”的思想，把“公”视作人类面对天地万物的仁爱情怀，将自然界纳入道德烛照的对象；

程颐阐述了公是仁之理的观点，澄清了公和仁、理的关系；对于如何实现先公后私，二程从实践主体、价值

取向、实践方法等角度进行了深刻探讨。这些思想对当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、反腐倡廉、价值观重塑都具有

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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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，是传统社会重要的价值诉求。然而，如何理解“公”的
内涵，如何培育为政者的公正人格，如何给社会的公正提供制度保障，这是自古至今都在困扰人们的

问题。
《礼记》中这样描述理想社会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

独子其子；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

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处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

是谓大同。”（《礼运第九》）[1]658-659 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，这里强调的重要原则是“天下为公”，统治者以

公心来治理社会，选贤任能，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。荀子说：“公生明，偏生暗。”（《荀子·不苟》）《吕氏春

秋》里讲：“公则天下平矣。平得于公。”（《吕氏春秋·贵公》）商鞅说：“公私之交，存亡之本也。”（《商君

书·修权》）刘向说：“夫以公与天下，其德大矣。”（《说苑·至公》）历代学者均对“公”加以肯定，不乏溢美

之词。探讨二程关于“公”的观点，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，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

性发展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廓然而大公

程颢在《定性书》一文中提出了君子之学应该“廓然而大公”。《定性书》也即《答横渠张子厚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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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，是为了讨论如何定性问题。其中程颢说到：“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，圣人之常，以其情

顺万物而无情，故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”（《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》）[2]460 廓然而大

公，即打开心扉、抛却私念、体察万物、顺应自然。这与张载所说的“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”（《大心

篇》）[3]24 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程颢还说：“圣人之喜，以物之当喜，圣人之怒，以物之当怒，是圣人之喜怒不

系于心，而系于物也。”（《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》）[2]461 他认为圣人的喜怒哀乐没有任何私意干预，完全

是根据事物本来的面貌做出的判断，因而是大公无私的情感。
同时，程颢把“仁”视作万物一体的大公情怀。程颢在《识仁篇》中说：“学者须先识仁。仁者，浑然与

物同体。”[2]16 一直以来，此语被作为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经典表述，而“仁”的哲学内涵，也从先

秦时期的表达血缘亲情、仁爱之心，扩展到了面对任何生命的公平态度。陈来说：“程颢的仁说主要思

想有三：以一体论仁；以知觉论仁；以生意论仁。”[4]19“仁”的内涵超越了血缘亲情关系，增添了万物生生

之意，甚至人们爱生恶死的自然倾向。程颢的大公思想就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思想，是面对所有生命

的公平态度和仁爱情怀。程颢还说：“仁者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莫非己也。”[2]15 天地万物不是对象客体

而是自我主体，人和天地万物之间融为一体。程颢认为“仁”是以廓然大公的情怀来审视世界，尊重自

然生命，并将天地万物视作人类生命的一部分。
程颢仁爱万物的大公思想源于对天地自然的深刻体悟。一方面，人们发现了人对天地万物的依赖

关系，于是才有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回归自然的热切向往，希望自己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。而对自然界

的仁爱和敬畏，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私有化自我的大公态度。另一方面，人要体察大自然公正无私的德

性。古人认为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”（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），而人要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

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”（《周易·文言传》），这种追求天德的意识是古人最高的精神

追求。周敦颐说：“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。或曰何谓也？曰‘天地至公而已矣。’”[5]41 程颢早年学于周敦

颐，他说：“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，问之，云：‘与自家意思一般。’”[2]60 周敦颐欣喜草木之生意，这深深地

影响到了程颢。程颢说：“观天地生物气象。”[2]83 天地间的万物在他面前就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。据

张九成记载：“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，或劝之芟，曰：‘不可！欲常见造物生意。’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，

时时观之，或问其故，曰：‘欲观万物自得意。’草之与鱼，人所共见，唯明道见草则知生意，见鱼则知自

得意，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！”[6]578 周敦颐和程颢都不忍心破坏自然界的生生之意，同时由于对大

自然生命的敬畏，不敢除去窗外的杂草，并通过池中之鱼来观赏天地的生生气象。
宋代儒学不仅着眼于人伦日用，而且重视整个世界本体根源的探讨。尤其是二程提出“性即理”，

用人性和天理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基础，以仁义礼智信等解释宇宙的生成。于是，道德的对象也就自

然延伸到了自然界的生命体，甚至天地万物。二程说：“至公无私，大同无我，虽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间，

而与天地无以异也。”（《论道》）[2]1172 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自然界的生命也具有价值，也具有德性。

二、公是仁之理

程颐认为“公”是仁之理，他说：“仁之道，要之只消道一公字。公只是仁之理，不可将公便唤作仁。
公而以人体之，故为仁。只为公，则物我皆照。故仁，所以能恕，所以能爱。恕则仁之施，爱则仁之用也。”

（《入关语录》）[2]153 说“公”是仁之理，就是把公视作仁的内涵。公是仁之根据，也是实现仁的方法。也就

是说，在如何体仁、践仁的工夫问题上，公是必要的态度。因为怀着公心，才能够脱离自我私人利益的

束缚，才能物我皆照，才能关注众生，实现对所有生命的大爱。程子说：“仁者公也，人（仁）此者也。义者

宜也，权量轻重之极。礼者别也，定分。知者知也，信者有此者也。”（《少日所闻诸师友说》）[2]105 能够将

自己的仁爱之心施于外物，就是公的态度，在此意义上，仁即是公。
程颐认为父子亲情本源也是公而无私。他说：“父子之爱本是公，才著些心做，便是私也。”[2]234 程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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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体的意义上把仁来解释为公。在他看来，现实中具体的仁爱表现是有公私之分，而形而上的仁本

体则至公无私。于是，父子之爱本来也是公，是把父子之爱看做仁本体的表现，这种仁落实到了具体的

伦理关系中，才成了父子关系。孟子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，又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仁

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也就是说，仁爱原初是自然生发的情感，不会因为彼此之间的亲情或者特殊关

系而有区分。程颐认为公是仁之理，也是把原始情感看做至公至善、没有区分。程颐还说：“只为今人以

私心看了……己之子与兄之子，所争几何？是同出于父者也。只为兄弟异形，故以兄弟为手足。人多异

形故，亲己之子，异于兄弟之子，甚不是也。”[2]234 现实中人们区分亲疏关系，是以私心来看；而仁本身没

有差别，公正无偏私。程颐说：“心生道也，有是心，斯具是形以生。恻隐之心，人之生道也，虽桀、跖不能

无是以生，但戕贼之以灭天耳。”[2] 274 也就是说，恻隐之心是人生生不息的根源。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，

但是每个人的后天努力和不同境遇往往会违背恻隐之心的公正本性，甚至做出残暴的行为。正如程颐

认为人性本善，而“气”有不善。程颐说：“气有善不善，性则无不善也。人之所以不知善者，气昏而塞之

耳。孟子所以养气者，养之至则清明纯全，而昏塞之患去矣。”[2] 274“气”的不善并不能掩盖性本来的善，

现实的不公现象也不能抹杀公之理的普遍性。
程颐强调“仁”的公正性和统一性，同时也承认落实到个人身上是有差别的。程颐用“理一分殊”来

解释，他说：“《西铭》明理一而分殊，墨氏则二本而无分。分殊之蔽，私胜而失仁；无分之罪，兼爱而无

义。分立而推理一，以止私胜之流，仁之方也。无别而迷兼爱，至于无父之极，义之贼也。”（《答杨时论

西铭书》）[2]609 公和私的关系正如“理一分殊”，理是纯善至公的，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人则会因为秉性不

同而有区别。程颐说：“公则一，私则万殊。至当归一，精义无二。人心不同如面，只是私心”[2]144 公是一，

私是万殊，公是本体，私意则是面对具体环境、处于不同境地的个别情感。
“公”是仁之理，从一定意义上，公也就是理。程颐认为天理至公。他说：“理者天下之至公，利者众

人所同欲。苟公其心，不失其正理，则与众同利，无侵于人，人亦欲与之。”[2]917 天理至公，只有公心才能

符合天理。只要公其心，就会不失正理，公的意义本来就包含了它是一种众人都认同的理，也即一种秩

序。诚如吴震所说，程朱理学所说的公指向理的公共性，是对理之本体的一种定义描述，如公理、公道、
公正、公义，都是对普遍存在的理、道、正、义的一种公共性规定；换言之，若理缺乏公共性，便沦落为

私、为邪，而私则无法“体仁”。另一方面，“公者仁之理”表明，公展现为理一般的公共性、普遍性。[7]17-18

程朱理学所说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就是要人们怀着公心、摈弃私欲才能把握天理、顺应天理。程颐说：

“人心私欲，故危殆。道心天理，故精微。灭私欲则天理明矣。”[2]312 人心就是私欲，往往局限于个人利益

的得失，而道心则在天理之公的烛照下，故而要限制个人私欲，才能让天理之公彰显出来。程颐讲的公

是仁之理，在仁的内涵中很好地处理了公和私的关系。吴震说：儒家仁学的公共性和普遍性原则可以

起到沟通和平衡个体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的作用，而不至于公私两德混而不分、互相吞并（一方吞没

另一方），因为，在仁学的范导下，“公”并不是抽象性的普遍观念，而“私”也不应导致原子式的个体主

义。[7]28 可以说，在仁的内涵中，公和私是清楚的。

三、公的践行

二程对公的涵义的讨论各有侧重，然而关键在于如何使“公”的意志化为“公”的行为，即一种公正

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。
首先，从实践主体来说，“公”就要让圣人治理天下。程颐说：“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。”[2]742 这里包

含两层意思：首先，圣人大公无私，举手投足都是出于公心，没有私意。二程说：“有分毫私，便不是王者

事”[2]77 程颢说：“圣人致公，心尽天地万物之理，各当其分。”[2]142 圣人能够做到恰当判断事物之理，恰当

处理各种事务。程颐说：“圣人与理为一，故无过，无不及，中而已矣。”[2]307 圣人能够“与理为一”，和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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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完全的一致，自然处事公正。程颢说：“得天理之正，极人伦之至者，尧、舜之道也；用其私心，依仁

义之偏者，霸者之事也”（《论王霸札子》）[2]450 尧舜被奉为圣人，在于他们大公无私。其次，圣人才能治理

天下。中国古代一向把圣人政治视作理想的政治形态，这和古希腊的柏拉图“哲学家为王”的理念不谋

而合。正是因为圣人大公无私，人们才希望圣人来治理天下。程颐说：“治天下者，当得天下最贤者一

人，加诸众人之上，则是至公之法。”[2]228 天下最贤一人，显然就是圣人，程颐希望君王是圣人，这样治理

天下才是“至公之法”，最公正的方法。程颐说：“天有是理，圣人循而行之，所谓道也”[2]274 圣人能够很好

地把握天理，并且遵循天理来处理天下事。既然圣人至公无私，举贤就不必避亲。程颐说：“凡人避嫌

者，皆内不足也。圣人自是至公，何更避嫌？”[2]234 圣人无所顾忌，不受世俗约束，是理想的王者。显然程

颐对现实政治的最大期许就是圣人能够在位，当道者为圣贤。这也是传统社会人们共同的心声，以至

于今天的社会，人们仍然想当然地认为，拥有更高地位的人，道德上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。而拥有更高

德性的人理应拥有更高地位的。据《行状》记载：

（明道）先生为澶州幕官，岁余罢归。恕后过澶州，问村民，莫不称先生，咨嗟难息。盖先生之从政，

其视民如子，忧公如家。其诚心感人，虽为郡僚佐，又止岁余而去，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，又称难其

贤。使先生为一郡，又如何哉？使先生行乎天下，又如何哉？（《明道先生行状》）[2]332

在弟子后学看来，程颢视民如子、忧公如家，为民众所称道，就理应拥有更高的地位。这种诉求也

代表着整个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。
其次，从价值取向上来说，“公”要求重义轻利、以《春秋》为法。程颢说：“一心可以丧邦，一心可以

兴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。”（《师训》）[2]134 程颐说：“义与利，只是个公与私也。”[2]176 是义在先还是利在先，

这也是区分公还是私的标准。二程说：“义利云者，公与私之异也。计较之心一萌，斯为利矣。”（《论

道》）[2] 1172 程颐认为公就是以义为先，而计较利益就是私欲萌生，那么要做到公，就必须克服私欲，轻视

利益。程颐认为《春秋》判断是非是公正的，应当成为后世帝王所遵循之法。他说：“《春秋》之书，百王不

易之法。三王以后，相因既备，周道衰，而圣人虑后世圣人不作，大道遂坠，故作此一书。此义，门人皆不

得闻，惟颜子得闻，尝语之曰：‘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韶舞’是也。此书乃文质之中，宽猛

之宜，是非之公也。”[2]283《春秋》包涵了传统社会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，程颐认为后世君王都应该以此为

法。程颢说：“兴利之臣日进，尚德之风浸衰，尤非朝廷之福”（《再上疏》）[2]458 如果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

崇尚利益而不重道德，对于国家的治理将是很危险的事情。
最后，从实践方法来说，公要求听取民众共同的心声，不能偏私个人。程颐说：“夫民，合而听之则

圣，散而听之则愚。合而听之，则大同之中，有个秉彝在前，是是非非，无不当理，故圣。散而听之，则各

任私意，是非颠倒，故愚。盖公义在，私欲必不能胜也。”[2]310 如果只听取个别人的意见，就会有所偏私，

往往不能反映公共的利益诉求，听取民众共同的声音，才是为政的大义所在。二程说：“虽公天下事，若

用私意为之，便是私。”[2]77 处理公共的事务，不容有私心。

四、当代启示

二程对公的内涵的揭示和方法探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，并对当代的社会治理和文化

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首先，廓然而大公把仁爱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，作为一种对自然界的态度对当前的美丽中国建设

具有参考意义。程颢把山川草木作为道德的对象，用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，正是今天我

们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确立的对待大自然的科学公正态度。长期以来，受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，人们对

待自然界的态度就是征服、改造，然而，人们肆意改造自然的同时，也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。比如物种

的减少、气候的恶化、资源的破坏等。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，中国的工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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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一样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。当前的环境问题、生态问题正是由于人们过于陶醉对于自然界的胜利

造成的。然而，在经历了严重的沙尘暴、雾霾等恶劣天气的侵害之后，今天中国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同

时来推进现代化。这就需要人们从二程“廓然而大公”的情怀中汲取营养，用仁爱之心来对待自然，尊

重自然界的规律性，利用其本身的规律来改造自然、实现发展和进步。
其次，二程把“公”作为一种品格寄托在个人身上，希望圣人为政来实现社会的改善，强调个人德

性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，这在当前社会仍留下深深的印记。正如程颐所说：“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

仁不仁耳”（《罗氏本拾遗》）[2]390 传统社会把天下兴衰都归于个人的道德因素，强调人格的优先地位，这

就体现在两个方面：其一是德者得也，即有德者就应当拥有一切，包括财富、地位等各种资源。于是，有

德而不在位就会让人感到惋惜，痛斥不公；在位而无德也会遭到人们的谴责和挞伐。其二是人们把社

会治理的希望寄托在有德者身上，兴衰成败，完全系于一人。天下太平是君王励精图治的结果，社会动

荡、民不聊生是君主昏庸无道造成的。这就要求当政者具有更高的道德约束和人格标准。因此，人格的

好坏就具有决定意义，一个社会怎么样，完全取决于这个当政者怎样。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，因为当

政者也是现实的人，而不总是圣人。传统社会的人格崇拜也带来两个不利后果：其一是个人权力过大，

有滥权的风险；其二是整体上不重视法制建设，甚至人大于法。于是，当代社会如何利用重视道德人格

的积极作用，同时限制权力的膨胀可能造成的独断专行，就成了廉政建设的重要问题。
其实，我们更应看到，传统社会重视人格塑造和德行修养的积极意义。古人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和

自我反省，正是今天社会很多干部所缺乏的品质。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

欲达而达人”。周敦颐说：“公于己者公于人，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。”（《通书·公明第二十一》）[5]31 曹

端也说：“人能无私，方能率人以无私，所谓有善于己而后可以责人之善，无恶于己而后可以正人之

恶。”[8]74“未有有私于己而能率人以无私者焉，所谓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”[8]74 这些都是先己后人的

道德要求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先做好自己，才能去约束别人。
最后，“先公后私”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。长期以来，

人们往往把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，否定了自

我。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着“先公后私”，“先人后己”的思想。在面对个人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候，传统社

会的选择就是放弃自身利益，成就群体利益。然而，西方文化是建立在私有化个体的基础上的，他们重

视个人利益，甚至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。相比之下，西方文化中那种自私自利的倾向却更像是贪

污腐败的思想根源。事实上，中国古代不仅有很多清正廉洁、一心为公的官员模范，而且对于腐败的惩

处也是极为严厉的。尤其重要的是，整个社会一直都有崇尚廉洁德性、重视个人修养的价值倾向，一直

都有痛恨贪腐的共同意识。反而是今天工业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使资本成为人们崇拜的对

象，甚至有人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就是拜金主义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资本的逻辑运用在社会各个领

域，才让很多人在金钱面前失去了尊严和人格。
总之，二程对“公”的探讨，丰富了“公”的内涵，也体现了传统社会对“公”的基本态度，对当代社会

的价值观引导和廉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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